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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以广州市流溪河为水源的供水系统中 9种亚硝胺（NAs）以及三氯甲烷（TCM）和四

氯化碳（TTCM）共 11种消毒副产物（DBPs）进行污染调查，对多途径暴露于 DBPs的健康风险及以伤

残调整生命年（DALYs）为量化指标的疾病负担进行蒙特卡洛模拟，以常规水质指标为自变量建立

DBPs浓度的多元线性回归（MLR）预测模型。结果表明，主要检出 N-亚硝基二甲胺（NDMA）、N-亚

硝基二乙胺（NDEA）和 TCM 三种 DBPs，TCM 和总亚硝胺浓度均值分别为 19.59 μg/L、5.54 ng/L。居

民暴露于 DBPs 的总致癌风险中值为 6.92×10-6，所致肝癌人均 DALYs 损失中值为 1.05×10-6 人/a，高
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参考限值（10-6 人/a），占 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中我国肝癌人均

DALYs 损失的 0.03%，DALYs 损失主要由饮水暴露产生，45~64 岁人群个体健康损失风险最高。

MLR 预测模型显示，以管网水中 DBPs 作为水质参数的函数，R2值为 0.817。为降低供水系统中的

DBPs风险，需重点监管流溪河沿岸生活源、养殖场及皮革加工等排废现象。

关键词： 饮用水； 消毒副产物； 健康风险； 伤残调整生命年

中图分类号： TU9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602（2025）03 - 0065 - 07
Health Risk and Predictive Model of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in Drinking 

Water
ZHU　Hai‑yan1，  SU　Guang‑ning2，  TAN　Zhi‑ke1，  HUANG　Di‑shun1

（1. Guangzhou Baiyu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zhou 510445， China； 
2. Guangdo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zhou 511430， China）

Abstract： The pollution of 11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DBPs), including 9 nitrosamines (NAs), 
trichloromethane (TCM) and tetrachloromethane (TTCM), in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with Liuxi River as 
the water source in Guangzhou was investigated.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health 
risks of multi‑pathway exposure to DBPs and the burden of disease quantified by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 model for DBPs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was 
established using conventional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ree DBPs, namely 
N‑nitrosodimethylamine (NDMA), N‑nitrosodiethylamine (NDEA), and TCM, were mainly detected.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TCM and total nitrosamine were 19.59 μg/L and 5.54 ng/L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total cancer risk for residents exposed to DBPs was 6.92×10-6, and the median per capita DALYs 
loss attributed to liver cancer was 1.05×10-6 persons/a, which exceeded the reference limit set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10-6 persons/a). In the 2019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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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 capita DALYs loss of liver cancer in China accounted for 0.03%, and DALYs loss was mainly 
caused by exposure to drinking water, with the highest risk of individual health loss being among people 
aged 45-64. The MLR prediction model had the R2 value of 0.817 with DBPs in pipe network water as a 
function of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DBPs in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monitoring the wastewater discharged from domestic sources, livestock farms, and 
leather processing facilities along the Liuxi River.

Key words： drinking water;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health risk;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饮用水消毒技术始于 19 世纪初，自 1974 年在

荷兰等地饮用水中首次检出三卤甲烷等含碳消毒

副产物（DBPs）后，迄今为止已超过800余种DBPs被
报道［1］，备受关注的有三卤甲烷、卤乙酸、卤乙腈、卤

代酮、卤代醛和亚硝胺（NAs）等，国际癌症机构

（IARC）和US EPA的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判定

大部分 DBPs具有不同程度的致癌性。流行病学研

究表明，三氯甲烷（TCM）和四氯化碳（TTCM）可增大

膀胱癌的发病概率［1-2］；NAs作为一类新兴DBPs，可
引发肝癌、膀胱癌和食管癌等多种肿瘤［3］，亦可引起

神经退行性病变［4］。Pan等人［2］报道我国 35个主要

城市供水系统出厂水中 TCM 浓度均值为 12. 67 μg/
L，Bei 等人［5］报道我国 44 个城市自来水中 9 种 NAs
的检出率和浓度均值分别为 95. 95%、28. 16 ng/L，
均显著高于 US EPA 的“不受管制的污染物监测规

则 2”（UCMR2）结果。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22）中规定 TCM 和 TTCM 的限值分别

为 60、2 μg/L，并首次在附录中增加了 N-亚硝基二

甲胺（NDMA）；上海、张家口和深圳等地自 2018 年

起相继在饮用水地方标准非常规指标中增加了

NDMA。TCM、TTCM 作为典型含碳 DBPs 被监管已

久，其中TCM检出率及检出浓度普遍较高［2］，而NAs
作为新发现的含氮 DBPs，具有比含碳 DBPs 更强的

遗传毒性和“三致”效应［3］，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

广州市饮用水源有西江、东江、北江和流溪河，

其中流溪河是广州市区战略备用水源及花都与白

云等地区部分镇主要饮用水来源。笔者对以流溪

河为水源的供水系统中 11 种 DBPs（包括 9 种 NAs、
TCM和TTCM）进行了检测，统计蒙特卡洛模拟的多

途径暴露下的终生癌症风险（LCR）及以伤残调整生

命年（DALYs）为风险单位的疾病负担［6］，并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法预测常规水质指标与 DBPs 的关系，

以期为饮用水风险管理和控制提供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采集与保存

于 2021 年 7 月和 10 月及 2022 年 1 月和 5 月对

以流溪河为水源的供水系统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

进行采样检测，每次采集原水及出厂水各 1份、管网

水 28份（包括 22份末梢水和 6份二次供水）。供水

系统的水处理工艺为：混凝-沉淀-过滤-消毒，消毒

剂为次氯酸钠，原水未经预氯化处理。水样的采集

及保存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与

保存》（GB/T 5750. 2—2006）执行；用于检测 NAs 的
水样，采集后需加入 100 mg/L 硫代硫酸钠，并避光

冷藏保存。

1. 2　主要仪器和试剂

Agilent 7890B 气 相 色 谱 仪 ，Agilent 7890A/
5975C 气质联用仪。9种 NAs混合标准溶液，包括：

NDMA、N-亚硝基二乙胺（NDEA）、N-亚硝基二丁胺

（NDBA）、N-亚硝基二丙胺（NDPA）、N-亚硝基二苯

胺（NDPhA）、N-亚硝基吗啉（NMOR）、N-亚硝基甲

基乙基胺（NEMA）、N-亚硝基哌啶（NPIP）和N-亚硝

基吡咯烷（NPYR），2 000 mg/L；氘代 N-二甲基亚硝

胺（NDMA-D6），1 000 mg/L；氘代 N-二丙基亚硝胺

（NDPA-D14），1 000 mg/L，以上购自 o2si 公司。

TCM（6. 01 mg/L）和 TTCM（0. 202 mg/L）混合标准溶

液购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1. 3　检测项目与方法

TCM、TTCM 及其他常规水质指标检测：按 GB/
T 5750—2006 执行。NAs 检测：样品前处理及检测

方法详见文献［7］，标准曲线线性范围为10~150 ng/L，
相关系数均大于0. 99，检出限范围为1. 06~6. 30 ng/L，
相对标准偏差≤11%，除NDPhA回收率较低（35%左

右）外，其余 8 种 NAs 的回收率范围为 7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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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EPA 521方法要求。

1. 4　健康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 US EPA推荐的有机污染物风险评估指南

（RAGS），对 DBPs 经饮水摄入、皮肤吸收和吸入等

途径的日均暴露量（分别记作 CDIoral、CDIder、CDIinh）
进行估算，公式如下：

CDIoral = Cw × IR × EF × ED × βoralBW × AT （1）
CDIder = (Cw × 2FA × Kp

6τ × t
π × EV ×

ED × EF × SA × βder )/ (BW × AT)
（2）

CDIinh = (Cw × HCL × R inh × EF × EV × t ×
ED × β inh )/ [ R × (T + 273.16) ×
BW × AT ] （3）

        式中：Cw为以流溪河为水源的供水系统管网水

中 DBPs 浓度均值，ng/L；IR 为饮水率，L/d；EF 为暴

露频率，取值为 365 d/a；ED为暴露年数，a；BW为体

质量，kg；AT 为平均效应时间，d；FA 为吸收水的比

例；Kp为 DBPs的皮肤渗透系数，cm/h；τ为洗澡滞后

时间，h；t为洗澡时间，h；EV为日均沐浴次数，取值

为1；SA为皮肤表面积，m2；HCL为亨利常数，数值参

考文献［2］和［8］；Rinh为呼吸速率，m3/d；T 为温度，

K；R 为气体常数；β 为转换系数。参数 t、IR、BW、

SA、EV和Rinh的数据取自《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

中的广东地区数据，ED 值取自 2022 年广东统计年

鉴，FA、Kp和 τ的取值参考RAGS指南。

通过式（4）和（5）计算各途径暴露的癌症风险

（LCR），其中致癌斜率因子（SF）参考 IRIS 和 IARC
系统，IUR为吸入单位风险。总癌症风险（TLCR）的

计算方法见式（6），其中，i 为不同 DBPs，j 代表暴露

途径。依据US EPA推荐的风险判定规则：LCR>10-4

时，存在超额致癌风险；LCR 介于 10-6~10-4时，风险

尚可接受；LCR<10-6时，风险不明显。

LCRoral/der = CDIoral/der × SF （4）
LCRinh = Cw × HCL × EF × EV × t × ED

R × (T + 273.16) × AT ×
IUR （5）

TLCR = ∑
i = 1

m ∑
j = 1

n LCR i,j （6）
1. 5　疾病负担估计

目前有关 NAs的癌症流行病学研究数据不足，

通过查阅 IRIS 动物致癌性数据库，确定肝癌为

NDMA和NDEA的疾病终点，将DBPs的致癌风险值

与两阶段疾病模型［9］相结合计算 DALYs、YLLs（过

早死亡损失年）和YLDs（因发病所致失能损失年）：

YLLs = ∑Nm Pm (1 - Sm ) (e*
m - TD ) （7）

YLDs = ∑
m,n

Nm Pm [ (1 - Sm ) × DWn × Ln +
Sm × DWn × Ln ] （8）

DALYs = YLLs + YLDs （9）
        式中：m 为年龄段，划分为 4 个年龄段，即 0～
14、15～44、45～64、≥65 岁；N 为人口数，基于第七

次人口普查广州地区数据；P为肝癌年发病率，S为

肝癌生存率［3］，结合癌症风险估计值与广州市肿瘤

登记处数据［10］及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中广

州地区数据［11］进行估算；DW为失能权重［2-3］；L为病

程持续时间；n为肝癌疾病阶段，分为诊断和初步治

疗期、治疗控制期、终末期前和终期；TD为死亡经历

的病程时间［2，9］；e*
m 为标准预期寿命，取自 GBD中国

地区数据。

1. 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Matlab R2018b软件进行数据检验和 Box-
Cox转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 H和

Friedman 分析时，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当DBPs未检出时，用 1/2方法检出限参与计算。采

用Oracle Crystal Ball 11. 1. 2. 4. 000蒙特卡洛模拟软

件对致癌风险和疾病负担进行10 000次随机模拟。

2 结果与讨论结果与讨论

2. 1　供水系统中DBPs检出情况

120 份水样中检出的 DBPs 及浓度均值如下：

TCM 为 19. 59 μg/L、NDMA 为 3. 58 ng/L、NDEA 为

0. 88 ng/L、NDBA 为 1. 08 ng/L，TCM 的浓度范围为

ND~52. 60 μg/L，NAs 浓度范围为 ND~27. 63 ng/L
（均值为 5. 54 ng/L），NAs 浓度主要由 NDMA 贡献

（占比为 64. 62%），TTCM 检出率（1. 67%）及浓度

（0. 10 μg/L）均较低，下文中不做进一步讨论。本次

检测到的 TCM、TTCM 和 NDMA 浓度均未超出 GB 
5749—2022中的限值。

不同季节及不同水样中DBPs检出情况见图 1。
TCM 与 NDMA 在出厂水中的检出浓度（19. 10 μg/L
和 9. 63 ng/L）均大于水源水（ND、2. 22 ng/L），进入

输送管道后，TCM浓度增大（20. 30 μg/L），NDMA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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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3. 41 ng/L），TCM、NDMA和 NAs在 4种水样

中的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CM和NAs的平均

浓度均表现为夏季最高（26. 37 μg/L 和 6. 66 ng/L）、

冬季最低（9. 97 μg/L和 4. 52 ng/L），仅TCM和NDEA
的平均浓度在4个季节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 不同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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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BPs在不同季节和不同类型水样中的检出情况

Fig.1　DBPs varied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different 
water samples

供水系统出厂水中 TCM 的检出浓度均值是

2014 年中国 35 个城市出厂水中 TCM 浓度调查结

果［2］均值的 1. 54 倍，而 NAs 在水源水、出厂水和管

网水中的检出浓度（分别为 3. 68、11. 09 和 5. 40 ng/
L）明显低于 2016 年中国 44 个城市 NAs 调查结果［5］

均值（86. 76、20. 90 和 28. 16 ng/L）。对于不同类型

水样，NAs在出厂水中的检出浓度最高，NDMA从水

厂进入配送管网后，其浓度大幅降低（降幅约为

64. 60%），原因可能是在配送管网中存在 NDMA 生

物降解菌株［12］。NDEA 和 NDBA 只在管网水中检

出，推测管道设施释放的此类前体物与残余消毒剂

反应所致。由图 1（a）可见，NAs在高温季节污染最

严重，气温高时，需加大消毒剂投量以控制藻类及

微生物的增长［13］，pH 为 7~8 时，NDMA 产量与温度

呈正相关，pH 为 8~9 时呈负相关［14］，而本供水系统

水样 pH处在 7~8的比例较高（79. 17%）；与此同时，

TCM生成速率与温度呈正相关［15］。总体而言，夏季

时NDMA和TCM浓度最高，冬季最低。

2. 2　终生癌症风险

检出的 5 种 DBPs 中，NDBA 和 TTCM 的检出率

与致癌斜率因子较低，其致癌风险不参与统计。

US EPA在 2000年提出一种针对TCM的非线性行为

模式（MOA）评估方法，删除了早期默认的线性假设

评估方法，并设定阈值为 0. 01 mg/（kg·d），即认为

TCM 在高暴露条件下才可能导致细胞毒性和再生

性增生而致癌。本研究人群经多途径暴露于 TCM
的 CDI第 95百分位值（P95）均小于 MOA阈值，因此

TCM可视为不具致癌性。综上，以流溪河为水源的

供水系统中 DBPs 对人群产生致癌风险的主要为

NDMA和NDEA，总致癌风险中值为6. 92×10-6。
不同途径下 LCR 的季节变化和 DBPs 造成的

LCR累积概率见图2。

a. 致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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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季节3种暴露途径下的致癌风险和终生癌症风险

累积概率

Fig.2　Seasonal variation in cancer risk posed by three 
exposure pathways and cumulative probability of lifetime 

cancer risk

在 3种暴露方式下 TLCR表现为夏季>春季>秋
季>冬季，与管网水中 NAs 浓度的季节变化趋势相

··68



朱海燕，等：饮用水中消毒副产物健康风险及预测模型 第 41 卷 第 3 期www. cnww1985. com

一致。饮水途径暴露产生的LCR的中位值（P50）及

第 95百分位值（P95）高于US EPA的可忽略水平，但

尚处于可接受范围（10-6~10-4），而经吸入及皮肤吸

收暴露产生的致癌风险可忽略（<10-6）。不同 DBPs
中 ，NDMA 对 TLCR 的 贡 献（≥59. 29%）稍 高 于

NDEA。

2. 3　DALYs损失

经蒙特卡洛模拟的不同年龄人群暴露于 DBPs
的人均 DALYs 见表 1。DBPs 导致的总疾病负担为

29. 68 人/a，其中死亡损失占 90. 51%，失能损失占

9. 49%，总人群人均 DALYs 中值为 1. 05×10-6  人/a，
是 WHO《饮用水水质准则》设定参考风险水平上限

（10-6  人/a）的 1. 05倍，占 2019年GBD报道的我国肝

癌人均 DALYs（3. 74×10-3  人/a）的 0. 03%。NDMA
造成的疾病负担份额大于 NDEA，这与致癌风险评

估结果一致。45～64 岁人群肝癌人均 DALYs 均值

最高（3. 73×10-6  人/a），65 岁及以上年龄组次之

（1. 16×10-6  人/a），应引起重视；而 0～14岁人群人均

DALYs最低（0. 13×10-7  人/a），其原因可能是该年龄

段人群 DBPs暴露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 DBPs致
癌需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

管网水中NDMA检出浓度虽远低于GB 5749—
2022 及上海、深圳和石家庄等地方标准限值（100 
ng/L），其人均 DALYs损失中值可忽略，但在极端暴

露时（用P95表达）超过WHO的安全指导值，从某种

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对 NDMA 的限值设定确实过于

宽松，超过大部分国家或机构，例如德国和美国加

利福尼亚政府对自来水中的 NDMA 规定限值为 10 
ng/L［5，12］，荷兰对NDMA的指导浓度设为 12 ng/L［12］，
加拿大安大略省对NDMA的限值为 9 ng/L。针对我

国饮用水中NAs污染现状，张秋秋等［16］对我国出厂

水中 NDMA（均值为 8. 97 ng/L）进行风险评估，以

WHO的风险可接受水平为标杆，建议我国饮用水中

NDMA 安全浓度为 6. 12 ng/L；此外，在本供水系统

管网水中还检出暂未纳入监管的 NDEA 和 NDBA，

其中NDEA致癌性较高，约为NDMA的 2. 9倍，致使

人均 DALYs 总损失中值超过 WHO 的安全指导值。

因此，本研究结果期望对监管部门产生警醒，为卫

生行政部门制定饮用水政策与制度提供参考，未来

对 NDMA 设定更加严格的标准限值，并将更多的

NAs纳入饮用水标准，如致癌性较高的NDEA。

2. 4　DBPs预测模型

为探究 DBPs 的形成与常规水质指标的关联

性，以管网水中总DBPs浓度为因变量，17项常规水

质监测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预测模型。总

DBPs浓度经Box-Cox转换后服从正态分布，采用逐

步回归模式，剔除 10 个异常点并预留 10 个样本作

为预测集，最终确立以 6个常规水质监测指标［包括

氯离子（Cl-）、硫酸根（SO42-）、pH、总砷（As）和氟离子

（F-）］为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所示：DBPs =
-96. 54 - 1. 56 × N (SO4 2 - ) + 2. 11 × N (Cl- ) + 13 732. 15 ×
N (As) + 14. 67 × N (pH) - 39. 34 × N (F- )。上述模

型的相关系数 R2为 0. 817，DBPs 的单位为 μg/L，自
变量的单位为 mg/L（pH除外）。总体线性回归模型

显著（F统计量 p<0. 000 1），所有自变量在 0. 05水平

上均显著。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 1. 347~
2. 649之间，说明参数化的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为了验证上述回归模型的有效性，对预测集的

总DBPs浓度预测值与实际值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3
所示，预测偏差范围为 1. 52%~24. 51%，表明所建模

型总体稳定可靠。

回归结果显示，供水系统当前 pH 条件（6. 53~
8. 50）有利于 DBPs 的生成，且总 DBPs 浓度与 Cl-浓

度为正相关，可以解释为在氯消毒剂投加量一定的

条件下，生成DBPs时消耗消毒剂，随着余氯浓度的

降低，Cl-浓度随之升高。预测模型显示，总DBPs浓
度与总砷存在正相关，暂无资料显示砷直接参与

DBPs的形成，然而有研究报道皮革加工业所使用的

表1　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不同年龄人群暴露于DBPs的
人均DALYs年损失

Tab.1　Age‑specific DALYs of DBPs exposure in 
water through Monte Caro simulation

10-7 人·a-1

年龄
组/岁
0~14
15~
44

45~
64

≥65
总人
群

    注：    x为平均值，S为方差。

NDMA
x（P50，P95）
0.071（0.038，

0.235）
6.16（3.32，

20.37）
20.63（11.11，

68.24）
6.28（3.38，

20.77）
8.70（4.69，

28.79）

S

0.11
9.76

32.68
9.95

13.79

NDEA
x（P50，P95）
0.056（0.039，

0.16）
4.91（3.41，

13.90）
16.65（11.57，

47.14）
5.27（3.66，

14.93）
7.01（4.87，

19.84）

S

0.06
5.27

17.88
5.67
7.53

ΣDBPs
x（P50，P95）
0.13（0.085，

0.36）
11.01（7.40，

31.23）
37.27（24.95，

104.88）
11.55（7.75，

32.36）
15.71（10.51，

44.24）

S

0.15
12.63
42.45
13.08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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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霉剂的砷检出值高达 15 mg/L［17］，此外，农业种植

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均可能添加不同程度的砷，

由此推测可能是区域内排放的含砷废物中同时含

有 DBPs 前体物，具体还需进一步研究。目前流溪

河从化段以农业种植为主，中游钟落潭镇皮革及轻

纺工业较多，竹料地区则以农业种植、生猪与禽类

养殖、染织工业为主。综上，为控制 DBPs 的生成，

根据目前流溪河污染来源［18］，需重点监管农村及城

镇生活源、牲畜养殖、皮革和染织等加工业排放的

“三废”。

2. 5　不确定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US EPA 健康风险模型及 WHO 两

阶段疾病模型，结合蒙特卡洛模拟技术，可得到较

为稳健的风险水平及DALYs估计值，但仍存在许多

不确定性。首先，局限于国内流行病学数据，在

DALYs计算时自变量取值大多采用国外研究数据，

如失能权重DW和病程持续时间 L取自维多利亚的

疾病负担研究［2］，TC 和 TD 则采用挪威癌症登记处

数据［2，9］，尽管如此，有研究表明其不确定性主要来

源于流行病学数据，DALYs结果仍然具有较大的参

考性［3］；此外，LCR评估时其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人群

暴露参数的时空变异性及NAs日均暴露统计偏差，

如净水设施的使用、摄入被管网水污染的食物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各供水系统原水状况、

消毒剂类型及水处理工艺等差异性，本研究所建立

的回归模型应谨慎使用。

3 结论结论

①    以流溪河为水源的供水系统中 TCM 检出

浓度范围为 ND~52. 60 μg/L（均值为 19. 59 μg/L），

NAs 检出浓度范围为 ND~27. 63 ng/L（均值为 5. 54 
ng/L），NAs 主要由 NDMA（均值为 3. 58 ng/L）构成，

TCM和NAs浓度均表现为夏季最高、冬季最低。

②    以流溪河为水源的供水系统中 DBPs导致

的致癌风险中值尚可接受，引发肝癌人均DALYs中
值是WHO设定的参考水平（10-6  人/a）的 1. 05倍，占

2019 年 GBD 报道的我国肝癌人均 DALYs（3. 74×
10-3  人/a）的 0. 03%，疾病负担最大的年龄组为 45～
64岁，应引起重视。

③    多元回归模型表明，DBPs 浓度与氯离子、

pH 和总砷等常规水质监测指标均呈正相关。为控

制 DBPs 的生成，可从农村及城镇生活源和生猪及

禽类养殖源头污染控制入手，同时规范皮革加工及

农业种植等的“三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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